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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前后的张之洞

国防教育应该
渗透到每一天

确保立法质量的关键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赴日谈判而处处受
挫，心急如焚的张之洞为此“三次电奏，力阻
和议”，并主张与日本彻底决裂，重新再战。

《马关条约》 签订后，张之洞痛斥李鸿章妥协
卖国，竟而要求清廷对其“明正典刑，以谢天
下”。对此，李鸿章暂隐忍不发。庚子年后，
张之洞再次对李鸿章的议和大加指斥，后者遂
回敬称：“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
也。”谓其不谙大局。张之洞听后勃然大怒，
随后回电讥讽：“少荃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
自居乎？”时人目为天然对偶。

积极备战，支援前方

同为少年得志，但与早年驰骋疆场的李鸿
章相比，后起者张之洞走得更平更顺。从其幼
年开始，张之洞即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禀赋，其
博闻多识，文才出众，14岁中秀才，16岁又在
顺天府乡试中一举夺得“解元”（即举人第一
名），天资之高，可想而知。同治二年 （1863
年） 会试中，慈禧太后钦点其为探花郎，一时
声名鹊起，并进而成为清流党中的中坚人物。

京中为官十余年后，张之洞被外放为山西
巡抚；3年后，因中法战争爆发而调任两广总
督。尽管之前未尝与闻军事，但张之洞在这次
战争中仍展现了很强的识人用人之才，其先后
举荐刘永福、唐景崧、冯子材等将，并由广东
提供大批军饷粮械供给前线，最终清军在镇南
关与临洮大败法军，取得晚清对外战争中一场
难得的胜利。

或因如此，正在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在

甲午年也是极为活跃，其认为“朝鲜乱作，日
本与中国将失和”，因而主张在朝鲜采取主
动、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战争爆发后，张之
洞更是热情高涨，他几乎每天都要向清廷电奏
自己对战情的看法和建议，有时甚至一天连发
三四电。当然，张之洞的积极并不仅仅表现在
嘴上，其在后方也确实做了不少扎扎实实的工
作，如筹兵筹款、筹械筹运等等，均给予前方
大力支持。

具体而言，湖北在甲午年共调遣一万多人
北上参战，其中包括襄阳马队七营、熊铁生马
步十营、副将吴元凯炮队四营，由提督吴风柱
亲自率往。至于其他取道湖北北上的外省部
队，张之洞也尽力给予饷械援助，如刘树元
部、魏光焘部各两万两银等。调任两江总督
后，张之洞更是不遗余力，其在扬州、清江、
宿迁至山海关、锦州沿线设“江南转运局”十
二处，江南“调北上诸军共五十余营”，其饷
械均由张之洞方面供给。

战争后期，在京畿危急之时，张之洞主动
承担了十营湘勇的军饷，以作“入卫之师”。
山东威海危急时，张之洞又主动送去新购的快
枪一千枝、子弹一百万发。山东巡抚李秉衡为
此大为感激，其回电称：“我公统筹全局，谋
国之忠，与人之厚，诸深钦佩！”

可惜的是，这一切努力终究未能挽回战败
的结局。议和期间，张之洞多次要求清廷将

“饬知北洋大臣之事一并电饬南洋知之”，但未
能得到回应。和约签订后，张之洞“痛恨发
指”，其屡向清廷电奏沥陈，要求“迁都太
原、废约再战”。为寻找毁约借口，张之洞甚

至不惜天真地提出，条约乃李鸿章“伤重昏迷
之际，李经方等冒昧应允”，理应视为无效。
在所有努力均告无效后，张之洞愤而指斥清廷

“坐视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太后、
皇上将如后世史书何？”。如此愤激之语，换到
平时恐怕就得冒撤职乃至杀头的风险，但最终
仍于事无补。

试图保台，半途而废

中法战争时，正在两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
即对海南岛的战略地位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在
岛上修建了炮台。也正因为如此，其对日本割
去中国的另一大岛台湾感到万分痛心。在致总
理衙门的电奏中，张之洞表示，“台湾极关紧
要，逼近闽浙，若为敌踞，南洋永远事事掣
肘；且虽在海外，实力精华，地广物著，公家
进款每年二百余万，商民所人数十倍于此，未
开之利更不待言”。

由于台湾巡抚唐景崧、守将刘永福 （原黑
旗军统领） 均为昔日旧部，张之洞在电阻换约
的同时，也在暗中鼓励并支持台湾军民抵制割
台。为增强台湾军民的抗日力量，张之洞不顾
清廷禁令，先后向台湾拨去 30万两白银并运去
大量枪械弹药，以求台民能够自保。

1895年 5月，在唐景崧宣布成立“台湾民
主国”并担任“大总统”后，张之洞为解除其
后顾之忧而派人将唐母接到南京，赡养备至。
事后，张之洞又电告唐景崧：“君为国尽忠，
吾为若尽孝，勿以老母为虑。”可惜的是，在
日军大举进逼之下，唐景崧的局面仅维持了十

余天即告瓦解。
唐景崧逃回大陆后，台南绅民公举刘永福

继为“台湾民主国”总统。为此，张之洞继续
给他们打气说：“俄国已认台自主，问黑旗尚
在否？究竟能支持两月否？似此外援已结，速
宜将此事遍谕军民，死守勿去，不日救兵即至
也。”原来，张之洞之前曾向清廷提议，“与其
失地赔费求和于倭，不如设法乞援于英俄，饵
以商务利益”；条约签订后，他甚至提出，“朝
廷若以回疆数城让俄，以后藏让英，以云南极
边地让法，三国同助，则不唯台湾可保，且约
竟可全废，断无战事”。

当然，“割边地以求外援”的说法只是张
之洞万般无奈下的一种提议，其非智者之所
为，也被清廷完全忽视。事后证明，就连最可
能也最为期盼的“俄国干涉”也只是一厢情
愿，何逞英法出手相救。之后，在清廷的严令
之下，内地督抚们都相继停止了济台举动。

此时，李鸿章在得知张之洞仍在背后支持
台湾军民后，其随即电奏清廷，指斥“台民叛
拒者为张之洞”。为此，清廷特别电谕张之
洞：“台事无从过问，饷械等自不宜再解。”朝
廷严诘之下，原本积极的张之洞也不得不停止
了援台活动。不过在私下里，他仍希望刘永福
等“杀倭寇数千，断不能令倭寇垂手而得全
台”。

守台的最后时刻，身处绝境的刘永福不断
向张之洞求救。3 天后，张之洞复电刘永福：

“朝廷不得已割台，曾有旨召各官内渡，阁下
自在其内。”意在劝刘永福放弃台湾，内渡回
大陆。在这种情况下，刘永福坚持至 10月后不

得不撤回厦门，台湾就此全部沦陷。

痛定思痛，大练新军

战后，张之洞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
省，其在军事上总结败因时认为，中国军队在
剿灭太平军、捻军后，一度军威颇振，但这次
却以惨败而告终，其原因是，发、捻虽然猛悍
但终究是流寇，这与日本近代陆军完全是两个
概念。日本军队效法西洋，训练有素，饷厚械
精，在参谋、后勤乃至侦探各方面无不周备；
而我军却是仓卒召募，心不齐、械不足，又无
充分训练，以致溃败千里；加上近年以来，师
老兵疲，昔日猛将大多步入高龄，暮气已深，
几无复起之可能性。因此，国内军队要想重振
军威，除效法西洋之外，别无他途。

在张之洞看来，“陆军以德国为第一，德国
营制，每一军必兼有步队、炮队、马队、工程
队，数种合之，始成一军”。由此，自强军也是
参照德国军制编练而成，其全军分步、骑、炮、
工程兵共 13营：步兵 8营，每营 250人；马队 2
营，每营 180人；炮兵 2营，每营 200人；工程
兵 1营 100人。全军共计 2860人。从编制上看，
自强军实际上是介于湘军营建制 （每营 500人）
及德军的连建制之间，其近代化色彩稍逊于新建
陆军。自强军建立不久，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
其军由刘坤一续办。1901年，自强军调往山东，
划归袁世凯节制操练，成为了北洋军的一部分。

回湖广后，张之洞以随带的五百护军（原自
强军的一部分） 为基础，继续以西法编练新军。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湖北新军陆续编成陆军第八
镇和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 （协统即甲午年后弃海
登岸的黎元洪），兵力约 16000人。由于编练较
早，湖北新军的规模及战斗力在全国新军中大
概仅次于袁世凯的北洋新军。（2014年 9 月 8 日

《北京广播电视报》 金满楼）

2001 年 8 月 31 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依据《国防教育法》相关内容，将每年 9月的
第三个星期六定为全民国防教育日。这是中国第一个
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对公民实施国防教育的主题节日。

国防教育的意义不言而喻。国防最根本的要义就
是国民之防卫，只有每一个公民都能自觉地保卫国
家，捍卫主权，国家才能建立起强大的国防。设立全
民国防教育日，有助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全民
国防观念，使其掌握必要的国防知识和军事技能，自
觉履行国防义务，关心、支持和参与国防建设。

为了更好地开展教育，每年的全民国防教育日都
设立了主题。例如 2001 年的主题是“关注国防，就是
关心自己的家园”，2006 年恰逢长征胜利 70 周年，主
题则定为“弘扬长征精神，共建钢铁长城”，今年全民
国防教育日的主题是“关心国家安全，维护海洋权
益”。

除 《国防教育法》 外，国家还陆续颁发了 《全民
国防教育大纲》《国防教育基地命名管理办法》等具体
的法规文件，以保障全民国防教育各项工作的落实，
各省普遍出台了国防教育条例或国防教育法实施细
则，基本形成了上下衔接的国防教育法规体系。

国家和各省市都建立了国防教育基地，据了解，
全国省级以上政府命名的国防教育基地已有几千个。
全国还有 350多个城市建起了国防教育一条街，一些城
市建立了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广场，不少社区还设立
国防教育室和宣传橱窗，宣传普及国防知识。

即便如此，国防教育在当下仍面临着许多挑战和
问题。有记者在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国防教育基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采访，接受采访的 20
位游客中，有一多半之前不知道有这个纪念馆，只有
一名游客知道全民国防教育日的具体日期。

国防教育不应该仅仅在每年 9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才
被提及，不应该是“一日游”，它应该润物细无声地渗
透到一年 365天的每一天。这要求全民国防教育活动必
须低下身段近距离地走进民众。比如，在全民国防教育
日开放军舰、战机或军营供普通民众自愿参观，在群众
中举办具有国防性质的军事体育竞赛，这些方式都有利
于民众在愉悦身心的活动中接受国防教育。

青少年是国防建设的主体，也是国家的未来，全
民国防教育不妨更加生动活泼些，在影院上映军事题
材的电影大片，推出爱国题材的网游和手游，利用新
媒体发布吸引眼球的新鲜国防话题，这些都是吸引年
轻人关注国防的重要途径。

此外，如何将国防教育“高大上”的宣传主题更
加“接地气”地融入普通群众的生活中，也值得我们
认真思考。

英国没有专门建立全民国防教育日，但在每年的
11 月 11 日英国民众都会自发地以佩戴红花的方式纪念

“阵亡将士纪念日”。红花成为怀念阵亡将士的寄托
物，熏陶着民众的国防意识。

美国将阵亡将士纪念日定为联邦假日，但许多美
国人都会自发去公墓或纪念馆参加纪念活动，美国总
统那一天也会在国家公墓敬献花圈。

而在乌克兰，青年男女结婚时都要向民族英雄纪
念碑敬献鲜花，当新人们将自己婚礼用的鲜花献给为
国牺牲的烈士时，国防教育就以民俗的方式毫无间隙
地融入了普通人的生活。

激发被教育者自愿地接受知识和思想的熏陶是教
育的最高境界，国防教育也应遵循这个规律。全民国
防教育需要全民共同参与，用看似简单的形式将国家
与公民连为一体，用民众喜欢的方法开展国防教育，
将国防意识融入到普通群众的生活中，激发民众的自
觉爱国报国行为，这样才能够实现全民国防教育的目
标。（2014年 9月 20日 《 中国青年报 》 房永智）

洋务运动是清廷学习西方器物以图自强
的一场自救运动，但是清政府有心理障碍，
觉得夷狄的东西我们不能用。

李鸿章 1872年第一次正式提出来，跟
恭亲王说要修铁路，他觉得修了铁路对运兵
很有好处。恭亲王也觉得应该修，但是阻力
太大了，不敢提出来，后来李鸿章提了，结
果一片反对之声，谴责他的说他是“汉奸”。

但李鸿章有经验，他在他的势力范围之
内建了北洋水师，北洋水师需要煤，朝廷同
意他挖煤。李鸿章后来也没打报告，他挖
了煤之后修了一段 9.8公里长的铁路。他在
上报给朝廷的时候用一些中国人最熟悉的
词来报告，说修了新马路，因为确实没有
规定这种东西必须叫做铁路，朝廷也没有
介意。

李鸿章也没有用蒸汽机拉煤，而是用
几匹骡子拉一个车厢，车厢里有煤，在铁
轨上拉了 9.8公里，完了再卸下来。他想有

个适应过程。但是负责修唐山煤矿和小铁
路的英国工程师一看觉得太荒诞了，你修
了铁轨，却用骡子拉着车皮。正好唐山煤
矿有个锅炉，当时没有用，他没有报告给
李鸿章，把它改装成一个蒸汽机车弄到铁
轨上了，铁轨上拉了长长的车皮，还装满
了 煤 ， 这 是 1880 年 的 事 。 但 蒸 汽 机 会
响，把大多数人吓得魂飞魄散，觉得这是
妖魔鬼怪，马上就报告给了朝廷。这下朝
廷知道了，原来你李鸿章是修了一个铁路
用来运煤，就让李鸿章把铁路拆了。李鸿
章打马虎眼，他知道政府最忌讳的就是蒸
汽机车，他就把蒸汽机车撤掉，又恢复到用
骡子拉车皮。

转机发生在 1884年马尾海战，一个福
建水师的失利就暴露出没有一个统一的指
挥机构的问题，因为没法增援。这时候左
宗棠、李鸿章抓紧这个机会跟朝廷打奏
折，说一定要建海军衙门，朝廷到现在才

知道建海军衙门的重要性方才同意。
海军大臣相当于现在的海军司令，慈

禧当然用了她最信任的醇亲王奕譞来当海
军大臣。他一上任，李鸿章就对他说，我
的北洋水师很强大，请你到天津来视察北
洋水师。奕譞一视察北洋水师，他没想到
现代化的军舰这么厉害，大炮打得又很
准，海浪那么大，他觉得站在军舰上非常
威风。李鸿章就借这个机会说，为什么军
舰能在海上跑那么快，就因为他要靠锅炉
的动力来推进。但是我们这一次检阅用的
煤靠骡车，你要打起仗来，还用骡子拉煤
吗？跟不上的话，这些军舰在港口就等着
挨打。

奕譞曾经也是反对修铁路的，这时候
他才明白修铁路运煤的重要，李鸿章就跟
他建议说，你应该用海军的名义给朝廷打
报告，中国应该大规模修铁路。奕譞说，
我现在提了，反对的力量会很大，现在不

是时候，但是我支持你，你先把到唐山的
铁路抓紧时间修。有他的支持，李鸿章也
不用打报告，大张旗鼓就这么修起来了，
把这一段铁路就修到了天津北洋水师的码
头。1888 年醇亲王奕譞觉得时机成熟了，
他用海军司令部的名义给朝廷打了报告，
说军队有个军舰，有了码头，需要修铁路
运到码头。这个奏折就到了朝廷上，慈禧
让各位大臣讨论，应不应该修铁路。因为
奕譞权力很大，这时候反对的和赞成的意
见就半对半了。

这时候地方大臣张之洞就出来表态
了，他觉得应该修铁路。在诸多大臣的赞
成下，慈禧在 1889年下令全国修铁路。从
李 鸿 章 1872 年 提 出 来 到 慈 禧 1889 年 同
意，中间经过了 17年。清王朝始终坚持自
己天朝上国的面子，总是要付出巨大的代
价之后，才愿意做一点点改变。（2014 年 8
月 11日 《北京日报》 雷颐）

立法本身既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科
学，更是关涉国计民生的国家权力行使活
动，这就要求立法反映人民的意愿，实现民
主立法和科学立法的有机结合。从两者的关
系上看，民主立法是主导，科学立法是关键。

科学立法是确保立法质量的关键，注
重科学立法，还应该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立法既要保持其适度抽象，又要
保持其可操作性。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
多，各地差异很大，法律如果规定得过于
具体化，就有可能影响其在一些地区的实
际效果。但是如果仍然奉行“宜粗不宜
细”的做法，法律就会缺乏可操作性，不

能发挥其实际的效果。
二是在矛盾冲突中善于作出决断。现

在立法普遍会存在一种“搁置争议”的做
法，凡是争议较大的问题，就采取了回避
的态度，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规范时机尚不
成熟，在立法中应予回避。我认为立法不
能回避社会矛盾，正像彭真同志所指出
的，立法就是要在矛盾焦点上“打杠杠”。
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时代，立法机关要勇
于和善于对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冲突作出妥
当的决断。

三是要解决好法律的前瞻性和稳定性
的问题。立法既要注重时效，不能脱离现

实，总结现实的经验，同时，立法也要有
一定的超前性。我们强调，法律必须是经
验的反映，但是，法律是对实践的经验总
结，而不能完全等同于实践做法。在我国
的转型阶段，立法没有前瞻性，就容易导
致法律的滞后性，这必然要求不断进行法
律的废、改工作，从而有损法律的权威。

四是立法既要注重本土性，又要注重
国际性。立法应当总结人类社会的规律，
吸收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在经济全球化
的时代，对有关经济领域的法律规则，我
们不可能游离于国际通行规则之外，我们
要积极参与国际立法并努力争取在国际规

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同时，我们对经济领
域中的一些先进规则应大胆借鉴。当然，
对一些婚姻家庭等固有法领域的规则，仍
需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和生活习惯做法。

五是应当注重立法之后的实效评估。法
律的出台并不意味着立法工作的结束，还要
关注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实效。要充分关注
有些法律没有发挥实效的真正原因，有的法
律出台后就很快被束之高阁，没法有效发挥
对社会生活的规范作用，这就需要我们认真
评估并找出问题所在。同时，这也为以后的
立法积累经验、总结教训。（2014年 9月 15
日《理论周刊》王利明）

面对公权力，个人不再是处于“从
属 状 态 ”， 而 是 处 于 “ 对 话 状 态 ”。 比
如，过去到政府部门办事，还有求人的感
觉；而现在，更多人已经把办理证件、手
续，视为公民权利的一部分，去办事是去

“接受服务”。这也是为什么办一个准生证
要盖 40 多个章会引起广泛关注、社保金
入市激起了巨大争议的原因所在。

不过，便民热线服务质量合格率不足
一半，却也说明政府的服务意识，还没有
随着社会和公众认识水平的变化而水涨船

高。或是传来三遍语音提示就自动挂断，
或是打了多次也无人接听，或是打通了也
不能解决问题。这些不热的热线，背后正
是服务质量的低下、服务意识的欠缺。说
到底，是一种权力意识的扭曲。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说 ， 行 政 也 是 一 种
“服务业”。在这一点上，便民热线提供
的 服 务 ， 与 银 行 客 服 、 通 讯 公 司 热 线 、
企业售后，甚至是淘宝小妹，都有几分
相似。如果政府部门能够摆正自己的位
置，不把自己当成权力机构，而是把自

己 当 成 服 务 机 构 ， 不 把 自 己 当 成 管 理
者 ， 而 把 自 己 当 成 公 共 服 务 的 提 供 者 ，
恐怕便民热线的服务质量合格率，就能
高出很多。

建立服务型政府，是现代政治的必
然要求，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追求。面
对高涨的权利意识，需要提上议事日程
的，可能更得是服务质量。毕竟，服务
不是姿态，而是权力的本质属性；服务
也 不 是 形 式 ， 而 是 现 代 政 府 的 根 本 职
能。这不仅体现在便民热线上，更应该

贯穿于行政过程的方方面面。能不能让
群众办事简单点、方便点，能不能提高
公众的安全感、幸福感，甚至是能不能
让公众有话语权、监督权，都决定着公
权力的服务质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从量变到质
变的基本原理。各种便民热线已经很多
了，各种便民利民政策也很多了，现在
看来，正该完成从量到质的转变，让公
众获得更好的“行政服务”。（2014 年 9
月 23 日 《京华时报》 舒天烈）

公民的公益意识觉醒是近年来才有的
现象，就此而言，中国公益事业接下来需
要解决的问题并非局限于政策或机制环
节，与公益相关的现代观念也亟待孕育。
笔者以为，建立、完善公民慈善荣誉制度
和志愿服务登记等制度，让善心得到褒扬
与激励，即是重要一环。

有资料显示，在慈善氛围比较浓厚的
美国，每年捐赠到各类慈善公益事业的资

金占美国 GDP 的 9%。其中，最多的则是
来自于国民个人的捐赠。究其原因，除了
美国优秀的基督教慈善文化传统，亦与完
备的激励机制有关。比如捐款享受减税甚
至免税优惠的激励，美国就有 120 万家以
上免税慈善基金组织。而在我国，许多民
间慈善组织却很难申请到捐赠收入免税和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使其无法
利用国家已有政策来进行劝募，尤其不利

于吸引来自企业的大额捐赠。
“股神”巴菲特 2010 年 9 月 30 日在北

京表示，“平民慈善更值得尊敬”。“每个
个体对慈善的态度将推动建立一个更好的
社会。当更多人投身到一个社区的微小慈
善事业中时，这个进程所蕴含的精神力量
是巨大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精
神力量也将改变整个社会的行为风尚。”
慈善显然不单是有钱人的事业，也不只是

企业法人的事，而是全社会每个人的共同
事业。而要调动起亿万民众的参与热忱，
目前亟待建立国家公民慈善的荣誉制度。
政府应尽早出台完善慈善事业法、义工服
务条例等法规，进一步明确民间慈善组
织地位职能，统一减免税收政策，简化
减免程序，为公民参与慈善提供制度性
保障。（2014 年 9 月 23 日 《南方都市报》
刘效仁）

行政也是一种服务业

为公民参与慈善事业提供保障

清王朝：从骡子列车到蒸汽列车


